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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家庭养老作为民族地区农村的主要养

老方式，在社会的变迁下经历了由兴盛向式微的转变。在以低流动性、血缘婚姻、熟人社会、礼治秩序、

长老统治等为特征的乡土社会中，家庭养老表现为“全面性”、“持续性”的供养。而在后乡土社会，

伴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变、村庄人口流动、半熟人社会、礼治弱化等，农村家庭养老遭遇了严重挑战，呈

现出“单一性”、“临时性”照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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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Family elderly care, as the main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of ethnic mi-
nority areas,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under social changes. In 
rural societies characterized by low mobility, consanguineous marriage, acquaintance society, ri-
tual order, and elder rule, family elderly care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ed” 
support. In the post rural society,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elihood methods, village popula-
tion mobility, semi-mature society, and weakened rule of etiquette, rural family elderly care has 
faced serious challenges,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ularity” and “temporar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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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70%，达到了 2.64 亿人，人

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由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比重大，

且农村老龄化程度深。因此，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更加值得关注。“乡土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

土中国》一书中提炼出的概念。他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低流动性、差序

格局、熟人社会、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乡村的乡土

“内核”发生了新的变化，以陆益龙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后乡土社会”的概念。“在乡土结

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了现

代性特征”[2]。这一时期，生计方式的转变、村庄人口流动、半熟人社会、礼治弱化等成为后乡土社会

的主要特征。家庭养老长期作为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后乡土社会，我国农村

家庭养老遭遇不小的冲击与挑战。然而，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由于机构养老、互助式养老发展尚不完善，

养儿防老的认知根深蒂固，短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基于此，正确审视民族地区农

村家庭养老问题，分析家庭养老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更好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体系的完善。 

2. 乡土社会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特征及家庭养老的兴盛 

1) 乡土社会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特征 
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用“乡土社会”来概括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社会是非常合

理的。乡土社会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上以农业为主。主要的经济收入为种植业和畜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二是家庭模

式上以扩大家庭为主。这种家庭模式是以亲子关系为纽带、两个或多个核心家庭的联合。在这样的家庭

中，存在着三种(包括祖父母、父母和孙子女)及以上的代际关系。居住格局上兄弟同堂、同宗同族近居。

三是村庄人口流动性低。以小农经济为根本原因，加之稳定的血缘关系和不可流动的土地，村庄人口与

外界接触较少，使得民族地区的农村呈现低流动性的特点。四是婚姻关系上的血缘婚在民族地区尤为明

显。在民族地区，姑舅表婚等近亲婚配现象非常普遍，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后呈现出“亲上加亲”

的特点。四是“礼”治的社会秩序。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建立了以“亲亲、尊尊、长长”为核心的伦理

规范，长老式的管理方式和对违反伦理道德的严格惩戒，促进了乡土社会在道德意义上的整合。 
2) 家庭养老的兴盛 
乡土社会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特征是家庭养老的兴盛成为必然。在乡土社会中，民族地区农村

养老包含“事死”、“事生”两个方面，即物质维度的养亲、精神维度的敬亲、身体维度的侍亲、权力

维度的顺亲以及仪式维度的葬亲和象征维度的祭亲[3]。这种“全面性”、“持续性”的供养，在源于人

们的血亲价值观，依靠传统的孝道、礼俗维系，在血族婚姻的支持、村落空间秩序的支撑、村庄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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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助力下得以发展。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来源有限，收入水平较低。对老人的供养主要

以食物、衣物等为主，物质供给水平有限。但这一时期老人的物质需求也相对简单，农村家庭养老的物

质成本也较低。此外，这一时期老人与子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样作为家庭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帮

手直至失去劳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子女赡养中实际上包含了老人自己养自己这样一个阶段，子女赡

养老人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 
在乡土社会中，受多种因素限制，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成为常态，孩子婚后不分家，由几个核心家

庭组成扩大家庭。即便出现分家的情况，也是兄弟同堂或者就近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共同赡养

老人还是长子或其他儿子、儿媳来赡养老人，老人在精神层面往往也能安享天伦。此外，乡土社会中，

女儿远嫁现象较少，民族地区的农村则几乎没有。因此，女儿出嫁后与娘家联系也较为密切，也能时常

给老人提供一些精神慰藉。 
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乡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那在民族地区、农村地

区则更为明显。这种低流动性，表现为村庄内所有人对于外界交流与往来较少。没有外出务工，也没有

外出求学，这种情况尽管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却为老人儿孙绕膝的愿望提供基本环境。此外，低流动性

还铸就了熟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与农耕文明时期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致农民长期面临生存威胁

之问的张力，催生了广布于乡村社会的互惠网络[4]。在乡土社会的互惠网络中，人们互帮互助，互通有

无，从家庭养老的角度来看也方便老人交流往来，相互倾诉，消除内心的孤寂感，有利于满足老人精神

层面的需求。 
中国自古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通常是儿媳负责，因此婆媳关系会直接

影响家庭养老的水平。民族地区的血缘婚则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婆媳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民族地区盛行

的姑舅表婚，儿媳是亲戚家的女儿，婆媳间本就有着亲属关系，婚配后更是亲上加亲。且婆婆自小看着

儿媳长大，对其了解较多。生活中就不容易出现婆媳不和睦的情况。即便婆媳间发生了矛盾，也有两家

人从中协调处理。因此，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中，老人往往能够得到儿媳很好的照顾。 
“礼”治的乡土社会中，“孝”文化长期维持着“养老”、“尊老”的家庭养老传统，赡养老人、

孝顺父母被视为人之根本美德，养老早已内化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此外，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利益

实际上是子女主动承担养老的另一种张力，土地、房屋、牲畜、家具等都可以作为对赡养老人一方夫妻

的补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乡土社会，这种具体化的经济补偿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享受来自

老人的财产，就需要无条件善待老人，也会被其他子女所监督。在民族地区，长老式的管理模式则为子

女赡养老人提供了严格的舆论环境和惩戒手段。在赡养老人的角色扮演中如果失败，轻则陷入舆论风波，

被村民、家族人员所瞧不起。重则开除族谱，取消进入祖坟的资格，死后也无人祭拜，严重者甚至于直

接处死。 

3. 后乡土社会对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 

1) 后乡土社会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 
后乡土社会，生计方式的转变、村庄人口流动、半熟人社会、礼治弱化等成为主要特征。生计方式

的转变，表现为农村由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下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的特点。生计方式的转变

与城乡“剪刀差”式的市场交换，使得农村人口的向外流动性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外寻求发

展机会，务工、求学等等。从而进一步出现农村人口职业多元化以及部分人的阶层跃迁现象。由于经济

条件的改善，农村的婚配选择、家庭模式和居住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追求自由婚恋的大趋势下，

人们择偶不再局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民族地区的农村青年跨族际通婚现象越来越多。因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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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的发展，原来的扩大式联合家庭也逐步转变为由夫妻双方或夫妻双方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

甚至一部分人选择在外组建家庭及生活，多世同堂的情况越来越少。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输出和外界

市场性的人口输入，熟人社会也逐渐趋向于半熟人社会。互惠性社会支持网络逐渐被打破，人们的物欲

性加强，互惠意愿降低。随着制度下乡，民族地区的村寨长老式管理转变为村民自治，礼治也转变为法

治。 
2) 后乡土社会对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 
后乡土社会对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表现为家庭养老由“全面性”、“持续性”的供养向

“单一性”、“临时性”的照料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高流动性的影响下，“三留守”、“两留守”和“一留守”情况冲击着家庭养老。“三留

守”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两留守”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或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一

留守”即留守老人。在三留守的情况下，留守妇女“上侍亲、下育子”，既要负责家庭农事和孩子的养

育，也要承担赡养老人的重担，因此对老人的照料难以面面俱到。而且夫妻间在情感上也有一定的缺失，

妇女在家庭内的地位会显著增强，如若家庭关系处理不当，对老人便会出现诸多问题。两留守中的前者，

留守妇女对比三留守情况，负担会得到适当减轻。但如果家庭中有多个子女在外上学，该家庭就会面临

严重的经济负担，家庭养老同样困难重重。两留守中的后者，一般是老人尚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老人既

要从事农事劳动，也要照顾孙子孙女。这表现为老人的自我养老，欣慰之处是尚有孙辈陪伴。一留守是

家庭养老中最严重的情况，即所谓的空巢老人，子女只能在提供经济上帮助，身体上的侍亲和情感上的

伴亲都面临着缺失。甚至对一些外出务工的子女来说，常回家看看老人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外出打

工的农民工而言，没有探亲假，回家意味着请假或旷工，来回路费经济负担且不讲，回家探望父母的风

险最大的还在于可能失去工作。经常回家也只能停留在法律条文中。承担照顾年老父母生活的子女在经

济、体力上的付出是持续的、隐形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限，必将和工作上的投入构成冲突[5]。总的来

说，在高流动性的影响下，农村人口外出使得家庭养老只能是“碎片化的临时照料”。 
其次，在后乡土社会，婚姻、家庭和居住模式冲击着家庭养老。在婚姻方面。其一，婚恋自由使得

民族地区的姑舅表婚等血缘婚姻的传统被打破，家庭中承担照料老人重任的儿媳不在由父母挑选。其二，

跨族际通婚更是造成儿媳与父母间文化、饮食甚至语言上的差异。其三，在农村男性与城市女性婚配的

情况下，父母对儿媳“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的期待与实际情况可能出现偏差。以上种种，使得父母与儿

媳间的和谐关系出现太多不确定性。在家庭和居住模式方面，乡土社会的扩大家庭模式和兄弟同堂的居

住模式被打破。一些核心家庭选择在城市购置商品房并长期居住于城市，老人不管是否选择进入城市和

子女共同居住，都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养老水平。一方面，老人恋家同时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

子女希望父母留在身边方便照料，两者间难以找到平衡点。 
再次，后喻文化冲击着家庭养老。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转变，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哺育与反

哺的供养平衡被打破。在民族地区的农村，家长式的联合家庭中，父母有着核心权威，这种权威表现为

子女对父母的“服从模式”。而在后喻文化下，父母的地位被极大的削弱。代与代之间也不再是自上而

下的带有等级色彩的关系，而是倾向于平等甚至从下而上的一种关系[6]。老人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总

是避免和子女谈及养老需求。 
最后，民族地区农村礼治秩序弱化冲击家庭养老。转型期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家各种制度进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开始改变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礼治社会在民族地区开始弱化。

礼治让位于法治，传统的“道义小农”逐渐向现代“理性公民”转变，村民的经济理性逐渐超越社会理

性[7]。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礼仪规范的约束作用逐渐弱化。同时，质性乡村逐渐向异质性

乡村转变，半熟人社会的理性化关系网络也难以维持孝文化的代际传承和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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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与展望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由“全面性”、“持续性”供养向“流于仅养”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在经济

社会变迁下，迫于生计流动的无奈之举。然而，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已然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农业强、农民富，乡村治理上的文

化空间重构与法治、礼治并重，人口上农村劳动力回流，将会成为民族地区农村新的社会特征。在此趋

势下，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将日趋丰富，养老主体更加多元，家庭养老有望再次兴盛，并助力我

国应对加速老龄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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